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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从宏观到微观
张书维

古今中外，人口问题事关国本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人口的数量、质量、结
构等核心要素都取决于整体的生育水平。因此，从生育环节入手，就切中了人
口问题的要害。我国的生育政策，历经四十余年的执行与变迁，深刻影响了世
界人口的走势及亿万家庭的命运。１９８０年，以“独生子女”为主要特征的计划
生育政策正式确立，１９８２年，“提倡公民晚婚晚育、少生优生”的计划生育政
策被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；至２０１１年各地全面实施“双独二孩”政策，两
年后放开“单独二孩”，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的结束（李朔严、张克，２０１６）。
再到２０２１年三孩政策正式出台，政策导向由过去的限制生育转向了鼓励生育，
相关的配套措施也正在完善之中。政策调整为的是顺应时代变化。然而，冰冻
三尺非一日之寒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：２０２０年平均家庭户规模降至２ ６２
人，比２０１０年减少了０ ４８人；继２０２０年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１０‰之后，２０２１
年再创历史新低①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人口将进入负增长阶段，低生育率成为影
响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主要风险（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，２０２２）。

毋庸置疑，一国的生育政策是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安排，旨在塑造民众的生
育观。从微观角度看，生育与否、生育几个、何时生育以及生男生女，涉及个
体的生育决策和态度；其中的关键是生育意愿（即对生育数量的考虑），生育意
愿决定生育行为（张书维等，２０２１），又受到多方因素的制约（吴帆，２０２０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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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家庭户规模数据来源于《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（第二号）》。根据《中国统
计年鉴２０２１》，２０２０年人口出生率为８ ５２‰；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
会发展统计公报》，２０２１年人口出生率为７ ５２‰。



由严放宽的生育政策之下，怎样才能收获积极的生育意愿？这是一个兼具理论
和现实价值的重要问题，亦是一次观察宏观情境如何作用于微观个体的绝佳机
会。本专栏的三篇文章，即寻此展开。

《政策设计、政策认同和生育偏好———基于“独生子女”政策的反馈效应分
析》一文，基于政策反馈理论，以中国１９８０—２０１３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作为
研究对象，先通过３１个省份的２１６份计划生育政策文件中的生育调节要求构建
了政策设计严格度指标，再利用三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（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／ ２０１２ ／
２０１３）实证检验了政策设计对民众政策认同和生育偏好（“期望子女数”）的影
响。该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证实了生育政策设计越严格，个体的政策认同程度
越高，其偏好与政策要求也越一致。该文为我们指出了从生育政策到生育意愿
的直接路径（含正向中介）：服从—认同—内化。

《当代中国年轻人低生育意愿背后的文化机制及其政策意涵》一文，关注中
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和现代化进程共同建构的低生育文化，利用中国社会状况
综合调查（ＣＳＳ）２０１９年数据，讨论父辈的生育率与子代的生育意愿（“理想子
女数”）之间的关系，及受教育水平在其中的作用。该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发现
了生育文化的代际传递仍然有效，但影响渐趋式微；原因部分缘于教育的稀释。
该文为我们指出了从生育政策到生育意愿的间接路径（含负向中介）：文化—教
育—习得。

上述两篇论文各有千秋，又存在两大异曲同工之妙。首先是研究逻辑，将
宏观情境操作化，建立与微观个体变量的正相关，并揭示其中介机制；其次是
研究方法，针对学界知名度和引用率较高的全国调查数据展开分析，一定程度
上保证了结果的可信。

《助推生育意愿的默认选项效应研究：以“二孩”为支点》一文，则另辟蹊
径，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，聚焦宏观情境下生育意愿的行为助推策略，通过两
个调查实验探索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（“假设子女数”）的因果机制及其边界条
件（内部的卷入度和外部的描述性规范）。该研究的主要贡献是在不改变结构性
因素的同时，创造了提升生育意愿的另一种可能———巧用默认选项的干预工具，
挑选重点人群，营造政策氛围。张书维等人（２０２１）的前期研究已经发现，信
息框架效应（政策框架与新闻框架）能够助推生育意愿。可见，行为公共政策
的精微之术在生育研究领域依然行之有效、大有可为。

三篇论文不约而同地使用定量手段，对生育意愿的测量囊括了几种主流方
式。合起来，以一手或二手数据诠释了新近提出的“政策过程的行为模
型”———试图让微观层面的个体认知及行为嵌入宏观层面的政策、制度、文化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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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情境中去，并形成循环（Ｅｗｅｒｔ ｅｔ ａｌ ，２０２１）。站在这个意义上讲，几位作
者的努力已经超越了生育研究本身，彰显出更大的学术抱负和入世情怀：突破
宏观与微观的壁垒，缩小理论与现实的距离。就此引出本专栏的实践启示，简
言之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，政府应承担起主体责任：一方面制定更积极的生
育支持政策体系（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补贴、时间投入、育儿－工作平衡、托育
服务、女性就业权益保障等方面），锚定“不敢生”群体；另一方面，创造更简
捷的助生环境，构建更正面的生育文化，瞄准“不想生”群体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、长期性、战略性
问题。在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
实施一周年之际，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６日，经国务院同意，国家卫健委、国家发改委
等１７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》
（国卫人口发〔２０２２〕２６号），全方位一体化地推动我国实现适度生育水平。综
上，扭转低生育率的不利局面，迫在眉睫；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，任重道远。
因此，生育政策与生育意愿的相关研究，多多益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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